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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阐述经济发展-创新能力-生态环境交互协调发展作用机理的基础上，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借助物理耦合度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数学模型，对长江经济带11省市近10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流域考察期内的整体发展属于初级耦合协调阶段，具体表现在区域间协调度低，区域内经济、创新、生态三系统间发展不均衡：东部3省市耦合协调度高，系统间呈良性共振发展；中西部省市耦合协调度偏低，部分省市经济和环境的发展曲线异向运行趋势显著，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与地区生态环境承载力不匹配；个别区域的创新能力对经济和生态的支撑作用仍不明显，其发展的“孤岛”态势造成对其他系统的溢出效能甚微，对优化产业结构、反哺经济和环境的能力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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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illustrating the interactive coupling mechanism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novation capability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is article established th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using the physical coupling-degree model and mathematical model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to do the empirical study on the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the 11 provinces and municipalities in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The result has shown that, the general coupling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degree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in the past decade was still in initial stage, mainly reflecting in the low inter-regional coordination degree and the imbalanced development among regional economy, innovation, and 
ecology. Specifically speaking, the high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s of three eastern provinces showed the interactive positive resonance of growth, and the relative low in the Midwest provinces; meanwhile,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the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developmental curves were growing obviously in different way. The main influences are as follows: the incompatibility between the extensive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 and carrying capacity of region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e insufficient support from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o the economy and ecology in some areas, and little spillover effect on other systems resulting from its developmental islanding situation, which can neither optimize industrial structure, nor feedback the economy and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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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及意义

长江经济带是我国重要的人口密集区和产业承载区，其面积约205万km2，覆盖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云南、贵州等11省市[1]，在国土面积21%的区域内聚集了总人口的42.9%，同时也创造了41.6%的地区生产总值和40%的进出口总额，可见其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目前，长江经济带的发展也面临诸多亟待解决的困难和问题。相关研究显示：区域间合作机制仍不健全，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沿岸工业发展虽然密度高，可大多处于价值链的中低端，创新能力较弱，缺乏核心技术与品牌；2014年沿江服务业发展总体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4个百分点，产业转型升级任务艰巨；生态环境也日益恶化，每年废污水的排放就高达200多亿t，而区域接纳废水量约占全国的三分之一，生态修复和环境保护迫在眉睫。这些都已成为该区域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掣肘。与此同时，长江经济带也是创新能力的富集区，西部的四川、重庆就有很强的科教力量，更不用说中游的武汉、下游的南京与东部的上海，高等院校数占全国42.8%，国家级创新平台有500多个，R&D经费支出与有效发明专利占全国总数的45%。

2016年9月我国党中央正式印发的《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创新区域协调发展机制，强调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基本思路，把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作为长江经济带提质增效的新动力。有关学者也指出由点状经济辐射转向带状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性，提出将现行梯度式推进的“调整中趋衡”发展格局加快转向协同性特征更为明显的“协调性均衡”发展格局[2]。因此，本文以“创新驱动、绿色发展”的理念为切入点，试图以研究区域要素协调均衡发展的机理为基础，测度长江经济带的经济发展、生态环境与创新能力三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发展关系，体现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也为“十三五”期间长江经济带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意见参考，具有一定的现实研究价值。

2  文献回顾及述评

20世纪中期，国外学者就开始关注经济发展与创新能力的影响，Perroux[3]提出的增长极理论认为如果失去创新等新的增长点，经济只会短期增长而并不能保持长期稳定；Beveren[4]在研究美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中发现，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远强于资本；Sefer等[5]的技术创新型策略及经济增长传导机制研究，再次验证了拥有科技创新型全球竞争策略的国家有着更持续的竞争力和长期增长力。随着经济的发展，生态环境问题也日益凸显，Ehrlich等[6]、Grossman等[7]很早就指出技术进步能够减轻由人口增长造成的环境污染。而Gradus等[8]、Stokey[9]等经济学家的研究正式将生态环境纳入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去，探索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研究，尤其是Grossman等[10]提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指出环境污染物与经济发展并非线性关系，而是倒U型曲线关系，即虽然经济的发展会伴随着环境的恶化，但当经济发展突破某拐点时，环境污染状况将得到改善。关于区域经济发展、创新能力与生态环境间的研究，最具代表性的是Porter[11]提出的“波特假说”，认为环保与经济发展相冲突的说法并不恰当，指出严格的环保政策对经济产生影响的主要途径是促进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或采用创新性技术，虽然可能在短期内增加成本，但在长期内可以提升企业生产效率，增加企业竞争力，促进经济增长。

国内学者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也意识到环境保护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厉以宁[12]为代表的观点指出，以市场调节为主、政府调节为辅来解决生态环境外部性的问题，通过对环境污染的控制来保证社会经济的平衡增长。吴传钧[13]从人地关系理论视角研究环境与经济协调关系，对中国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之间频繁、动态的协调关系进行了全面论述。左其亭等[14]、江红莉等[15]、李倩等[16]运用不同的定量方法展开了经济与环境耦合发展的研究。为了觅求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国内不少学者近些年也开始创新能力方面的研究，例如，陈柳等[17]对我国部分省域的研究发现，区域创新能力的强弱可能是造成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原因；史自力[18]、曹裕等[19]等则验证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创新能力对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显著逐年递增；杨武等[20]指出在社会效用动态最优和社会效用静态最优条件下，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间具有耦合协调的关系；刘跃等[21]运用Moran’s I指数观察区域技术创新能力与经济增长质量的空间结构和特征；最近不少学者也实证探讨了技术创新对节能减排与环境保护的正向贡献[22-25]。

通过对以往文献的回顾，可见现有研究大都集中在单向两两体系间的关联影响研究，鲜有对经济发展-创新能力-生态环境三系统间的互动发展机理及动态耦合关系的探讨，缺少纵向的动态时间序列与横向的区域间对比研究。因此，本文选择长江经济带11省市为实证研究区域，拟通过对各省市面板数据进行定量分析，探讨该区域三系统间耦合协调发展的特征及规律，为该区域的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

3  耦合协调发展作用机理

在对以往研究文献梳理的基础上发现，经济发展、科技创新能力与生态环境之间存在着不断的物质与能量交换关系，三系统间的作用机理如图1所示。

图1  经济-创新-生态耦合协调发展作用机理
首先，生态环境是经济活动的基础，其物质资源作为生产要素输送至产业经济系统后，经过处理加工，再以价值商品以及废弃物回流至生态环境系统，一方面包含向环境反馈的资金、技术等支持，同时也包括经济生产所残留的诸如“三废”等污染物质；而生态环境的恶化定会阻碍经济的稳定发展，当超过环境一定的自净、容纳阈限，必将倒逼产业加强资金、科技创新等方面的投入以改善生态环境，确保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其次，当今的经济发展如果要改变既有的粗放消耗环境的方式，提质增效，就必须向科技创新系统输入人才、资金、信息等要素资源，培育创新能力，发展技术含量高、能耗少的企业，以实现产业升级；强劲的创新能力又是高端产业的动力，可提高产品的成本与品质，完善企业的管理与制度，促进产业的结构优化与升级，进而反哺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最后，科技创新向来就不应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而是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的重要支撑力量和途径：生态环境的压力会倒逼企业提高科技创新能力以实现产业的转型升级，而生态环境的优势既是孕育科技创新的源泉，也可吸引投资、人才等生产要素的输入。可见创新与生态的协同已成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支撑。

综合上述，在三大相关联的系统中，经济发展应该为创新能力培养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为环境保护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创新能力则可以成为经济发展及生态建设的助推器和优化剂；而生态环境也并不是经济与创新发展的对立面和绊脚石，而是协调发展的检验标尺。三者之间的耦合匹配，对于探索如何以科技创新能力为驱动，以生态环境修复倒逼产业转型升级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4  指标体系构建与数据来源
本文的评价指标遴选以经济发展、创新能力、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的作用机理为基础，遵循科学性、系统性及典型性的原则，同时将现实状态的静态指标与过程发展的动态指标相结合，最终构建的长江经济带11省（市）耦合协调度评价指标及权重如表1所示。其中，f(x)、g(y)、h(z)分别表示经济发展、创新能力、生态环境三大系统的综合效益函数，共由9个一级指标和30个二级指标构成（权重计算方法见5.2部分）。

表1  经济发展-创新能力-生态环境耦合协调指标体系

	系统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类型
	权重

	经济发展f(x)
	产业发展
	第二产业比重
	%
	+
	0.169

	
	
	第三产业比重
	%
	+
	0.176

	
	
	第二产业增加值
	—
	+
	0.115

	
	
	第三产业增加值
	—
	+
	0.147

	
	经济效益
(上年=100)
	地区生产总值
	—
	+
	0.140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
	+
	0.253

	技术创新能力g(y)
	技术创新投入
	R&D人员全时当量
	人
	+
	0.058

	
	
	R&D经费投入强度
	%
	+
	0.043

	
	
	R&D经费内部支出
	万元
	+
	0.060

	
	技术创新产出
	3种专利申请受理数
	项
	+
	0.080

	
	
	3种专利申请授权量
	项
	+
	0.085

	
	
	规模上工业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
	万元
	+
	0.066

	
	
	高新技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
	亿元
	+
	0.084

	
	技术创新扩散
	技术引进支出总额
	万元
	+
	0.072

	
	
	用于消化吸收的经费
	万元
	+
	0.076

	
	
	购买国内技术用款
	万元
	+
	0.066

	
	
	技术改造支出总额
	万元
	+
	0.058

	
	技术创新环境
	高等院校数量
	个
	+
	0.042

	
	
	R&D机构数量
	个
	+
	0.021

	
	
	R&D经费来源于政府资金
	万元
	+
	0.061

	
	
	R&D经费来源于企业资金
	万元
	+
	0.064

	
	
	R&D经费来源于其他来源
	万元
	+
	0.067

	生态环境h(z)
	生态环境压力
	工业废水排放量
	万t
	-
	0.065

	
	
	区域SO2排放量
	万t
	-
	0.104

	
	
	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
	万t
	-
	0.121

	
	生态环境水平
	城市绿地面积
	Hm2
	+
	0.186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Km2/人
	+
	0.172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
	0.076

	
	生态环境保护
	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量
	万t
	+
	0.126

	
	
	污染治理项目本年完成投资
	万元
	+
	0.151


4.1  指标遴选

既有的相关文献普遍认可将地区生产总值、人均生产总值以及二三产业结构与增加值指数作为综合反映经济发展系统的评价指标。区域技术创新能力是指特定区域在一定的技术环境下，采用多种手段合理有效地配置科技、人力、信息、技术和资金等资源，通过不同层次的技术创新活动以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能力[26]。因此，本文在陈劲等[27]、刘中文等[28]、刘跃等[29]的研究基础上，将创新能力评价体系划分为技术创新投入、技术创新产出、技术创新扩散与技术创新环境4个一级指标、16个二级指标。生态环境系统一般从水、土、气、生物和资源能源等五要素出发来构造[30]，本文在借鉴中科院可持续发展研究组的研究成果基础上, 结合陈静等[31]、吴玉鸣等[32]的研究，将5种要素指标划分为生态环境压力、生态环境水平和生态环境保护三大类共8个二级指标，以构造生态环境评价体系，其中前一类是负功效指标，后两类是正功效指标。
4.2  数据来源

各省（市）统计年鉴中关于创新能力与生态环境的数据指标至2006年才基本趋同，因此，在数据可获得性的基础上，为确保原始数据的连续性，本文选取2006—2015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及《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中的长江经济带11省（市）的面板数据，对因种种原因而缺失的个别数据，采用插值法、灰色预测法估得。
5  耦合协调度评价方法
国内外学者关于耦合协调度的评价方法研究很多，如基于变异和距离、功效系数、指数综合加成、DEA、系统演化及系统动力学、灰色理论、模糊理论等[33]。物理学中的耦合概念，原指在某电路系统中存在两个及以上的电路元件的输入与输出紧密配合及相互影响的现象，其相互影响的程度也决定了各系统由无序转向有序的趋势。因此，本文借鉴物理学“容量耦合”（capacitive coupling）的概念，测量创新能力、生态环境与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三大系统彼此间相互作用的内在协同机制。

5.1  原始数据处理

由于选取的评价指标较多，为消除原始数据间单位及数量级等差异对评价结果的影响，需要对原始数据功效函数进行标准化处理。本文采用极差法对正向、逆向指标进行无量钢化处理，为了便于取对数的要求，将指标函数公式调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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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Max(xi)、Min(xi)是系统稳定临界点序参量的上下限制；y'j、z'l取值同理类推，分别表示经济发展、创新能力、生态环境的特征指标对系统的效用，其值越大，对系统的影响力越大。

5.2 指标权重确定

为了避免各种主观因素带来的偏差，本文采用熵权法来分析各个指标间的相关程度，根据每个指标提供的信息量来决定指标权重。第i系统的第j个指标对应的熵值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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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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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各个指标的信息熵为(E1,E2,…,Ek)后,计算各指标权重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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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综合评价模型

经济发展、创新能力与生态环境是3个不同而又相互影响的子系统，分别由多个评价指标描述，因此本文采用几何平均法和线性加权法对各二级指标逐层集成，测算各序参量对总系统“有序程度”的贡献。功效函数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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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ai、bj、cp为各子系统指标的权重，即ω；x'j、y'j、z'j为标准化处理后的数据。设T为综合评价指数，反映三系统整体发展程度，α、β、γ分别为各系统的权重，为待定系数，且α+β+γ=1。通过与数位区域经济学专家及业内人士的访谈，凸显“创新驱动、绿色发展”的理念，本文最终设定α=0.3，β=0.35，γ=0.35，具体公式为T=αf(x)+ βg(y)+ γh(z).
5.4  耦合度模型

容量耦合的概念用来表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系统相互影响的程度,容量耦合系数模型如下[34]，ui(i,j=1,2,3,…,n且i≠j)是各子系统的评价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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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U1=f(x)、U2= g(y)、U3=h(z)，即n=3,所以本文的耦合度函数可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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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1]表示耦合度，C值越大耦合度越好，说明系统间越有序配合，紧密相关。按C值的大小将耦合度划分为6个阶段：C=1时为完全耦合阶段，即经济发展、创新能力与生态环境三系统间达到良性共振耦合；C∈[0.8,1)为高度耦合；C∈[0.5,0.8)为中度耦合；C∈[0.3,0.5)为拮抗耦合；C∈(0,0.3)为低水平耦合；C=0表示系统间处于无关无序阶段。

5.5  耦合协调度模型

耦合度函数仅仅能够描述三系统之间协调发展的影响强度大小，却无法准确反映经济发展、创新能力与生态环境间的综合协调发展水平。譬如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其经济发展、创新能力与生态环境可能均处于低水平状态，尽管三系统耦合度高，但能得出系统间“伪协调”的评价结果。所以本文进一步引入耦合协调度函数[35]，用以测量系统间或系统内部要素间在发展过程中彼此和谐一致的程度，反映系统内由无序向有序发展的趋势[36]，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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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αf(x)+ βg(y)+ γh(z)
式中D为耦合协调度。借鉴刘定惠等[37]的研究成果，采用均匀分布函数法来确定耦合协调度的等级划分，具体如表2所示。

	表2  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

	D值
	0.00～0.09
	0.10～0.19
	0.20～0.29
	0.30～0.39
	0.40～0.49

	等级
	极度失调
	严重失调
	中度失调
	轻度失调
	濒临失调

	D值
	0.50～0.59
	0.60～0.69
	0.70-～0.79
	0.80～0.89
	0.90～1.00

	等级
	勉强协调
	初级协调
	中级协调
	良好协调
	优质协调


6  实证结果与分析

经济发展、创新能力与生态环境3个系统中的指标均通过信度与效度检验，指标呈显著相关，本文在此不再赘述。根据上述数学模型计算出长江经济带9省2市的经济发展指数U1、创新能力指数U2、生态环境指数U3，以及综合评价指数T、耦合度C和耦合协调度D，绘制出在“十一五”与“十二五”期间各区域相关指数的动态发展趋势。

综合评价模型的演算结果如图2所示，长江经济带的时序综合发展指数、生态环境指数及经济发展水平总体处于中等偏低水平，呈缓慢共同发展态势，近10年来整体提升并不多，创新能力指数不升反降。深度分析发展趋势曲线可见，该区域经济与生态存在异向发展关系，但经历一定的滞后期后，生态环境总体水平还是随经济发展呈现共同上升趋势。此外，区域经济与创新能力的发展匹配度不足，创新能力与生态环境发展并不同步。因此，初步可以推断长江经济带的经济发展主要仍然是以牺牲生态环境及自然资源为代价的粗放模式，科技创新能力对经济发展的拉动及对生态环境的支撑作用还不明显。

评价值

[image: image11.png]H’M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a— 25X

—a—tl3f-a(y)

——E75-h(z)

—_—E-T




年份/年
图2  2006—2014年长江经济带经济-创新-生态综合发展评价
耦合度模型与耦合协调度模型的演算结果如图3所示。在 2006—2014年期间，长江经济带的经济、创新及生态发展耦合度较高，整体最小耦合度为2012年的0.94，区域最低耦合度为2012年贵州的0.82，因此该区域的三系统间有序配合、紧密相关，属于良性共振耦合，证明在该区域探讨三系统间的耦合互动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效用。

左右纵坐标的量及单位？
答：无单位，都为相对评价值，如果一定要加的话，纵坐标请标为“评价值”
[image: image12.png]0.645
0.64
0.635
0.63
0.625
0.62
0.615
0.61
0.6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 {EE-D ——BEE-C

0.975
0.97
0.965
0.96
0.955
0.95
0.945
0.84
0.935
0.93
0.925





年份/年
图3  2006—2014年长江经济带经济-创新-生态耦合协调度发展

将T值及C值带入耦合协调度模型，求得的长江经济带整体耦合协调度D值皆处于0.6～0.7之间。曲线在2006—2009年间稳步上升，虽然在2009—2012年略有波动，基本验证了2008年金融危机带来的滞后影响，但近10年总体仍呈现提升趋势，证明长江经济带的经济、创新、生态三系统间的综合发展水平属于初级协调状态，这也正是国家在“十三五”期间强调推动长江经济带新发展战略的原因。

对长江经济带9省2市的耦合协调度数据按2006—2014的年序发展进行横向比较，具体数值及发展阶段如表3所示。按耦合协调发展程度，大致将该区域分为三大集团，分别是江浙沪构成的“中级-良好协调”领先集团、长江中游6省（市）构成的“勉强-初级协调”中游集团和以云贵两省构成的“濒临失调”落后集团。可见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协调发展度参差不齐，整体的耦合协调度低归咎于区域间发展不平衡所造成。
表3  2006—2014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经济-创新-生态耦合协调发展阶段

	地区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上海
	0.805
	0.803
	0.771
	0.789
	0.779
	0.756
	0.764
	0.742
	0.757

	
	良好协调
	良好协调
	中级协调
	中级协调
	中级协调
	中级协调
	中级协调
	中级协调
	中级协调

	江苏
	0.846
	0.856
	0.860
	0.852
	0.826
	0.842
	0.846
	0.848
	0.850

	
	良好协调
	良好协调
	良好协调
	良好协调
	良好协调
	良好协调
	良好协调
	良好协调
	良好协调

	浙江
	0.774
	0.765
	0.738
	0.724
	0.712
	0.697
	0.703
	0.715
	0.725

	
	中级协调
	中级协调
	中级协调
	中级协调
	中级协调
	初级协调
	中级协调
	中级协调
	中级协调

	安徽
	0.593
	0.604
	0.621
	0.616
	0.620
	0.629
	0.643
	0.644
	0.638

	
	勉强协调
	初级协调
	初级协调
	初级协调
	初级协调
	初级协调
	初级协调
	初级协调
	初级协调

	江西
	0.522
	0.531
	0.567
	0.548
	0.561
	0.558
	0.553
	0.566
	0.579

	
	勉强协调
	勉强协调
	勉强协调
	勉强协调
	勉强协调
	勉强协调
	勉强协调
	勉强协调
	勉强协调

	湖北
	0.630
	0.641
	0.658
	0.669
	0.669
	0.627
	0.637
	0.631
	0.638

	
	初级协调
	初级协调
	初级协调
	初级协调
	初级协调
	初级协调
	初级协调
	初级协调
	初级协调

	湖南
	0.571
	0.593
	0.613
	0.611
	0.621
	0.596
	0.620
	0.608
	0.604

	
	勉强协调
	勉强协调
	初级协调
	初级协调
	初级协调
	勉强协调
	初级协调
	初级协调
	初级协调

	重庆
	0.533
	0.556
	0.590
	0.604
	0.615
	0.614
	0.632
	0.633
	0.636

	
	勉强协调
	勉强协调
	勉强协调
	初级协调
	初级协调
	初级协调
	初级协调
	初级协调
	初级协调

	四川
	0.615
	0.613
	0.562
	0.616
	0.609
	0.617
	0.619
	0.601
	0.587

	
	初级协调
	初级协调
	勉强协调
	初级协调
	初级协调
	初级协调
	初级协调
	初级协调
	勉强协调

	贵州
	0.450
	0.470
	0.450
	0.469
	0.458
	0.496
	0.506
	0.504
	0.508

	
	濒临失调
	濒临失调
	濒临失调
	濒临失调
	濒临失调
	濒临失调
	勉强协调
	勉强协调
	勉强协调

	云南
	0.483
	0.483
	0.501
	0.524
	0.516
	0.530
	0.537
	0.528
	0.482

	
	濒临失调
	濒临失调
	勉强协调
	勉强协调
	勉强协调
	勉强协调
	勉强协调
	勉强协调
	濒临失调


进一步分析11个区域在两个5年计划期间的时序趋势演算结果，如图4所示。处于领先集团的江苏耦合协调度发展最为平稳，经历了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冲击后略有波动，但迅速恢复高位发展，而上海与浙江则至此呈现轻度波动下降趋势；中游集团中的安徽、重庆持续稳步发展，而湖北、四川则受外界因素的影响，发展震荡较大；云贵两省的耦合协调度发展缓慢，尤其是云南，其2006年与14年的数值比较不升反降。
耦合协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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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年
图4  2006—2014年长江经济带各省（市）耦合协调度发展趋势
请按我刊规范提供黑白图，否则黑白印刷后图示不明！
答：已经修改了灰度，且黑白打印无误

为深度发掘地域耦合协调度发展的内因，分别对江苏、上海、重庆、四川、贵州及云南6个代表性区域的经济、创新及生态三系统评价指数与耦合协调度进行对比分析，绘制发展趋势如图5所示。

江苏的耦合协调度最高，时序指数运行平稳，创新能力波动中略有提升，即便是2009年经济指数下滑，但同期的创新能力与生态环境指数共同提升的趋势仍很明显，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经济衰退带来的影响。这主要归功于江苏的工业基础牢固，尤其近些年对新兴产业的支持及引入力度较大，培育了不少优质科创园区与工业企业，高新技术产品带动了区域经济发展，也缓解了当地环境的压力，区域经济进入了良性协调发展阶段，且未来发展潜力巨大。

上海的三系统耦合协调发展也很明显，作为较成熟的经济发达地区，产业布局近10年变迁不大，对生态的影响甚微，环境指数发展平稳，但其创新能力较江苏差距明显，耦合协调度也随着经济与创新能力的波动呈现递减趋势。究其原因，是上海对外贸易发达，偏向外向型经济，受最近全球经济发展疲软的影响较大；同时，上海金融中心的特殊地位也决定了其在工业生产方面的创新能力投入不多。所以，即便是经济发达地区，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也要关注科技创新能力的培养，以进一步索求发展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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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年
图5  2006-2014年长江经济带6省（市）经济-创新-生态发展指数与耦合协调度发展趋势
请按我刊规范提供黑白图，否则黑白印刷后图示不明！

答：已经修改了灰度，且黑白打印无误

川渝地区位于长江经济带中部，自2006年开始主动有序承接东部沿海的成熟产业转移，近几年的经济发展迅速。重庆的耦合协调度逐年稳步发展，主要得益于其前期对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投入，国家级“两江新区”的挂牌成立等都为该地域注入大量资本，而资本主导的规模化扩张也使该市经济增速较快。四川经济外向度很高，而2008年经济发展的陡然滑坡与生态环境指数的下降不仅与国际金融危机有关，同时也受汶川地震的影响。2009年后的国家扩大内需政策及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促使四川的经济增速明显，但近几年由于灾后重建的人才、物资、资金等资源集聚效用减弱，加之自身经济增长内在动力不足，工业投资持续下降等原因，造成经济后期增速放缓。

地处西南边陲的云贵两省，交通等基础设施不完备，工业化进程滞后，使得两地经济在波动中发展缓慢，创新能力与生态环境指数常年低位运行，三系统发展曲线间几乎无共振效应，耦合协调度游离在濒临失调与勉强协调之间，远落后于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究其原因，两地特殊的地貌不仅影响了现代化农业的发展，也阻碍了工业原料的流入与产品的输出，即便一些成熟产业链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已入驻，但一方面产业单一、分布较散、缺少统筹安排，另一方面基本依赖矿产、能源等资源型产业，传统的烟草制造也已属于“夕阳产业”。而两地“十一五”后的经济增长主要归因于两省一手狠抓人文旅游，一手寻求错位发展，尤其是贵州的大数据产业园未来可能成为该地经济新的增长点。

7  结论与建议

7.1  研究结论

实证显示，长江经济带近10年的整体发展耦合协调度不高，分别体现在区域间配合协调度低，而区域内经济、创新、生态三系统间发展不均衡。中西部省（市）的实证显示，经济和环境的发展曲线异向运行趋势明显，与东部发达地区横向对比的结论推断，以消耗自然资源为基础的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与地区生态环境承载力不匹配，随着时代的发展，已无法提供持久动力。个别区域目前的科技创新对经济和生态的支撑作用仍不明显，其发展的孤岛态势造成对其他系统的溢出效能甚微，对优化产业结构、反哺经济和环境的能力较弱。

三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度低归咎于这些省（市）的创新密集型新兴工业发展较慢；地方众多高校虽有技术支撑能力，但科技成果外流至东部沿海地区落地的不少，未能有效推进当地产业化、商品化的发展；多数区域近些年都加大了创新的投入，但创新对经济及环境发展的影响可能未过门槛效应值。

综上分析，以往区域发展囿于政府主导的经济制度与行政区域划分滋生的地方保护政策形成诸侯经济：分割式规划造成在基础设施建设、招商引资及市场推广等诸多领域互设藩篱、重复建设，人为阻断了区域间的分工协作；优势资源的共享与流动不畅也触发了粗放式扩张，忽视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就本次实证研究结果来看，如果放任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很可能导致中西部的要素资源流向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趋势加剧，无法实现分享经济成果，最终不利于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7.2  政策建议

2014年国家提出的“长江经济带”横跨了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地区间资源、文化、经济发展等类型各异，差距明显，因此要想实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转型升级，协调性均衡发展势在必行。

区域间协调发展并不要求平等，不意味着要将由历史原因造成的省际间差距一下子抹平，而是要重视各省（市）利益共享与补偿这一复杂问题，寻找共通利益点，并以此为纽带建立区域间协调机制，从适应经济带整体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角度划分主配角，规定各自的责权。如对于东部的成熟产业西移，国家应给予退出地和承接地诸如财税补贴、土地指标供给等双向扶持；在区域发展分工中扮演配角、或因生态或水权等受限发展的地区，要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的形式，在人力、金融、技术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注重匹配市场法则建立成本补偿制度，保障各省（市）能够在协调中互惠共赢。

区域内要素均衡发展不代表平均，应根据区域自身情况配比各要素单元，尤其关注生态环境与创新能力的均衡发展，以缓解人与自然间的负面效应。如利用科技创新扭转当前资源经济发展的颓势，释放科技创新拉动经济发展的新动能；而生态环境的角色应当由原来经济发展牺牲者转换为经济发展监督者，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在实体物质流转受限于区域交通的情况下，可否避免同质化竞争，寻求差异化错位发展，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产业转型与绿色发展机遇，利用互联网信息技术作为虚拟纽带，以天然的生态优势和其他配套优惠政策吸引诸如清洁能源、智能制造等知识密集型产业及高科技人员迁入，向科技创新要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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